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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郢城是秦朝时期建立的南郡郡城。秦人毁弃纪南城后,在秦朝城市规划思想和楚地建

造技术影响下,经城市选址并确定城池位置,因地制宜,迅速修建了一座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城池。
文章从郢城考古材料入手,介绍了郢城城市规划史实,探讨了秦朝郡城的规划过程及建城思想。对

郢城规划史的初步研究,可为地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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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朝建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在全国实行郡县

制。《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人“分天下以为三十

六郡,郡置守、尉、监”[1](P239),控制广阔疆土。专制

王权在诸多方面得以体现,“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

轨。书同文字”[1](P239)。此外,构建郡城城市体系是

秦专制王权在疆域空间上的表现。

在军事和政治变迁下,东周各诸侯国都城、城邑

性质得到改变,转变为秦郡城、县城等。在地理空间

上,专制王权的外在表现为“都”“郡”“县”“乡”多级

城市体系[2](P246)。郡官有郡守、郡尉和郡监,郡下设

县,置县令或县长,辅以县丞、县尉。县下设乡,乡有

三老。东周各诸侯都城虽经战争破坏,但规模较大,

秦人或以部分旧城为基础,或改建征用,或择地新建,

在巩固战争成果、控制全国过程中形成军事网络。对

秦都城、郡城的整体研究,以徐龙国为代表。[3]

荆州郢城是秦汉时期南郡郡城,也是战国晚期

至西汉时期江陵县城,至西汉晚期,还是郢县及郢亭

所在[4](P98)。随着多年考古工作的推进,考古人员发

现了大量南郡郡城遗迹、遗存,为秦汉城市规划历史

研究提供了丰富材料。郢城是秦朝郡城典型个案,

因而有必要从此入手,联系秦郡城建设等问题进行

探讨。

  一、荆州郢城遗址的考古认知

考古上发现的秦汉城址为620余座。其中,大

约300余座可确认为郡城、县道城、帝王陵邑、列侯

封邑及属国都尉治城等。[2](P24)考古人员对大多数秦

汉郡城遗址只进行了地面考古调查,很少进行考古

发掘。

荆州郢城是经系统考古发掘而确定的秦汉城

址。公元前278年,秦攻楚后,楚都城衰败,楚人东

迁至陈,秦人于楚地设南郡。《史记·秦本纪》载,

“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1](P213)。

传世秦印、出土秦简均有“南郡”记载,西安相家巷发

现南郡“司空”“府丞”“池丞”“郎丞”等印玺。据学者

考证,南郡下设18个县邑。[5](P196)南郡是楚人东迁

后故楚区域内的核心城市。

考古人员对荆州郢城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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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积累了丰富的、较为系统的考古材料。20世纪60
至80年代,郢城考古的主要收获是一些秦汉时期盆、
豆、罐、碗等生活器具。[6]同时,考古人员还多次进行

文物普查,发掘了一些重要的秦汉墓地[7](P9),由此确

定这些墓地与郢城有密切关系。2012~2014年,考
古人员还在郢城周围进行了文物专题调查,又发现

了大量秦汉墓地。
黄盛璋、朱俊英据考古发掘材料基本明确了郢

城性质、始建和废弃年代等问题[8]。2016~2017
年,荆州博物馆对郢城城垣、城内外水系进行勘探发

掘[9](P16)。2019~2021年,郢城遗址内又相继出土

数处木构建筑遗存[10]。后续研究以王建苏、尹弘

兵、刘建业等为代表,研究主要集中在郢城考古材料

系统整理[7]、郢 城 性 质 研 讨[4]、城 址 年 代 深 入 辨

析[11]、数处木构建筑复原研究[12]等方面。此外,郢
城格局也得到初步探讨[13](P66)。这些研究利用考古

材料、传世文献及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逐步揭示了郢

城基本历史信息。
据目前学术界研究成果,现可基本明确郢城性

质、年代、格局及建筑样式等问题。王建苏等人认

为,郢城建于公元前278年,即白起拔郢之时。至汉

武帝后期,郢城不再作为郡城,而是作为郢县县治。
王莽时期,郢县撤并入江陵县,郢城成为郢亭。至东

汉初年,郢城城址废弃[4](P98)。
经多次考古发掘,郢城遗址基本轮廓和城垣走

势已较为清楚。遗存主要有城垣、护城河、夯土台基

及城外墓地等。据卫星图显示,城垣轮廓较为清晰。
考古实测东垣长1380米、南垣长1292米、西垣长

1402米、北垣长1488米,城池面积约192万平方

米,外护城河宽度为26~35米。
郢城内水系均为人工开凿的河渠,应是在郢城

规划之时一并建成。河道遗存有S1、S2和S3。S1
位于城内中部,由北向南,将郢城中分为两半;S2为

环城内濠,呈口字形,与S1在北城垣、南城垣中部交

汇;S3在城中东南部,宽度较窄,推测为汉代引流灌

溉之用,并非郢城初建时所建。
郢城内有数种不同形制的道路,分主干道和次

干道两种类型。郢城遗址内发现的三条道路L1、

L2、L3中,L1、L2为主干道,L3为次干道。L1在城

内中部,东西走向,由东门进入折向西跨越S1,是城

东重要道路之一,残长51米,宽6米;L2位于城内

东部,南北走向,残长654米,宽4米,从南城垣东段

进入,向北延伸,是城内重要道路之一;L3规模很

小,位于城内西北角,可见残长13米、宽4米,初步

推测是城垣内环城道路遗存[7](P92)。
郢城遗址内还发现3处梁桥和1处地下木构涵

洞,具有楚式建筑风格[12](P128)。从水系分布情况推

测,郢城东门内与S2水系交汇处也应有一座梁桥,
形制与东门外 Q1形制一致。此外,中部东西向道

路跨越S1处,考虑也应有木构梁桥存在。
郢城内还发现相当数量的建筑台基。台基主要

分布在城中近S1水系的东、西两侧,以西侧数量居

多。台基形态多样,有曲尺形、长方形及不规则形。

T12面 积 最 小,仅83平 方 米,T6面 积 最 大,为

23551平方米[7](P93)。T6可能是南郡郡守衙署所在

地,T12为城垣附属建筑,其余用途暂且不明。在

T3的考古发掘中,秦汉时期遗物主要为筒瓦、板瓦、
瓦当和砖等建筑材料,也有少量罐、瓮、盆、盂、釜、网
坠、豆和饼等生活用器,探方中所暴露出来的建筑基

底,均由陶片、瓦片垂直叠砌而成,与纪南城夯土高

台基相去甚远。西城垣无城门,却为水系所环绕,建
筑遗存有筒瓦、板瓦、瓦当和砖。这似乎暗示我们,
此地是南郡官署分布区域。

荆州郢城遗址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已有一定积

累,为我们了解秦汉地方城市规划历史提供了材料。
本文在已有考古材料和已有研究基础上,对郢城城

市规划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同时联系其它郡城材料,
揭示秦汉地方城市规划史。

  二、秦朝南郡郢城的规划过程

毁于秦人之手的纪南城,最早由楚官员选址,并
由楚匠人根据规划方案营建。纪南城整体上西北部

略高于东南部,周围地势较为平坦,多以土岗、丘陵

为主。在水系方面,楚人在三条自然河道交汇的区

域营建城垣,使护城河与自然水系相连。朱河由北

向南,从北城垣入城;新桥河从北向东南,在南城垣

中部入城又折向北。两条河流在城内中心地带汇合

后,形成新的龙桥河,向东流出并注入邓家湖。三条

河道将纪南城分为4个区域[14](P325)。从这里可以看

出郢城的选址、规划和营建过程。
纪南城是荆州一带最适合建造城池的地方。纪

南城毁于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后楚人东迁于

陈地。据考古材料显示,在今纪南城内,考古人员未

发现秦城垣建筑遗存,但发现了汉代凤凰山墓地、松
柏墓地。松柏1号汉墓出土简牍上,记载有秦昭襄

王至汉武帝的帝系公文[15]。这些可证明纪南城毁

弃后再未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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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人建城、军事防御实际考虑,纪南城被毁之

后,于旧地重建城市的成本可能会更高,建城时间也

更长。出土文献与考古材料证明,楚纪南城已不具

备改建为郡城的可能性。纪南城的毁弃迫使秦人不

得不重新择地新建城池,郢城便是秦人择地所新建

的城池。

新建城池应选址于何处? 这是秦人规划郢城时

的首要问题。王红星在研究郢城年代时,曾据该城

周边墓葬分布进行梳理。古人祭祀先祖,认为先祖

有灵,所以在空间分布上,纪南城周边墓群具有一定

的规律,见表1。这直接影响到秦人选址。

表1 楚纪南城周边主要墓群统计

序号 墓群名称  所处位置  方位距离  墓葬年代  面积(m2)

1 鸡公山墓群 郢城镇郢北村 东南2220米 战国至秦汉 20000
2 雨台山墓群 纪南新区雨台村 东北1370米 春秋战国 200000
3 龙会河墓群 纪南新区雨台村 东约700米 战国 840000
4 马房山墓群 纪南新区雨台村 东约500米 战国 300000
5 张家大冢墓群 纪南新区雨台村 东约500米 战国 450000
6 九店墓群 纪南新区九店村 东北5370米 战国 约82000
7 彭家湾墓群 纪南新区枣林铺镇 北500米 战国 不详

8 周家湾墓群 纪南新区枣林铺镇 北500米 战国 不详

9 纪山墓群 纪南新区 北6860米 春秋战国 10000
10 黄山墓群 纪南新区黄山村 东南4890米 战国至秦汉 200000
11 松林岗墓群 八岭山马跑泉村一组 西南6670米 战国至东汉 88000
12 殷家台墓群 郢城镇郢南村三组 东南5190米 战国至汉 30000
13 枣林岗墓群 马山镇枣林村 西北13350米 春秋战国 30000
14 沙冢墓群 马山镇沙冢村 西北7300米 春秋战国 151300
15 大冢坡墓群 马山镇沙冢村 西北7100米 春秋战国 20000
16 马山墓群 马山镇沙冢村等地 西北7100米 春秋战国 200000
17 马鞍冢墓群 马山镇裁缝村 西北4540米 春秋战国 18000

    资料来源:据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下)》及相关考古资料统计。

  结合上表统计,纪南城的东、西、北部都分布有

大量墓葬,并无大块空地用于营建新的城池。城北

有彭家湾、周家湾、纪山墓群,墓葬数量多、分布广。
城西有东岳庙墓区,多为平民墓[16](P504)。城东北雨

台山墓葬众多,仅20世纪70年代就清理出500余

座[17](P2),城东还有长江故道,水域宽广,并不具备建

城条件。更重要的是,在“事死如事生”观念盛行的

秦汉时期,楚人也绝不会同意秦人在先祖墓葬区营

建城池。
秦人为加强对南郡的控制,首先应该考虑如何

尽快建立一座可供郡守、郡尉等秦官办公和居住的

城池,而新建城池又不能离纪南城太远。楚人居住

范围主要是在纪南城内及城南边靠近长江的陆地

上,城南郊发现大量水井及筒瓦即为明证[18]。城南

分布有谢家山、杨家老屋、唐家台、朱家垱、张家台、
胡家台、集台子、安家岔等遗址[19](P140),此处地势平

坦,适合人们居住和农业生产。所以在纪南城被毁

弃后,秦人选择在纪南城南边陆地上重建城池。

秦朝时期,秦人在关中平原营建了规模宏大的

咸阳城。秦朝掌管手工业及土木建筑的官员被称为

“将作少府”,主持宗庙、宫室、陵寝等的营建。《史
记·商君列传》:“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廷于咸阳,
秦自雍徙都之。”[2](P32)可见秦人已具备相当丰富的

城市规划技术。各诸侯国建筑技术在关中平原亦有

所融合,秦人并不排斥他国建筑技术。此外,与建筑

相关的手工业也在关中得以聚集[20](P37),城市规划

技术体系得到提升。
主管郢城土木工程建设的官员可能为“司空”,

司空为秦廷所设。西安相家巷发现有“南郡司空”印
玺,裘锡圭认为,“司空”是管理土木工程徭役工作的

官员[21]。实际上,秦人的规划方案在楚地并未得到

完全实行,如营建规整的方形城制等。从考古材料

看,郢城遗址可见完整的围合城垣,四面城垣长度基

本一致。由此可断定,营建之初,规划师应是设计为

完全方形的城制,并利用“画圆以正方”方法[22],确
定四边城垣基本走向。但实际上,郢城相邻城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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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角并没有呈现为90度,可见楚人营建的城池形制

与秦人的要求仍有差距。经考古确定,西城垣为一

次建成,并未见重建痕迹,这可能是出于对城池防洪

的变通考虑,对原有规划方案进行了修改。
水是城市的重要因素,所以城水关系也是郢城

规划者需要重点考虑的。郢城所在地多为丘陵、土
岗,长江由西向东流经此地,所以营建工作要考虑郢

城与长江的空间关系。在郢城遗址北边不远,即为

旧石器时代的鸡公山遗址,地势相对较高。经实地

勘查,楚国纪南城与郢城之间有一条长江故道,在郢

城南边也有一条长江故道,在两条水道之间有座高

地。利用地形图、卫星照片并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勘

探,我们发现在战国中期前,长江在郢城所在地极易

形成分流、分岔现象,主泓确定在纪南城南侧[23]。
但至战国晚期,随着地质和水文变化,长江主泓始南

移至郢城遗址南侧,至西汉中期长江主泓又出现了

南移。在古代,长江既是自然水系,也是重要运输水

道。无论是纪南城还是郢城选址,都十分注重临江

建城的原则。秦人在新城市选址上,刚好就选中这

块长江边的陆地。
楚故都纪南城重视自然河道走向,并未作人工

处理,体现出尊重自然、顺应地势的规划原则。郢城

规划者对水系的设计却并未遵从自然。在秦人的规

划下,营建了一条人工水系S1,从北城垣中部直通

到南城垣中部地下。城内发现环绕城垣的内水系

S2,又与城中部S1水系相通。这种在城中引水的

做法,在燕下都城遗址中也有体现。燕下都城的规

划者是从城北的易水引水,从城中贯穿至城南的自

然水系,这是为了方便城内用水,并划分了城市功能

区。[24]经过对郢城南城垣地下木构涵洞的复原研

究,我们认定,这些水系互为贯通,通过位于南城垣

的地下涵洞与城外护城河相连。木构涵洞南端低于

北端,对城内水系起到调节作用[12](P125)。正确处理

人工水渠、护城河内外的空间联系,是郢城规划者考

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关中秦人都城附近多以大型石材作为建

桥的材料,南郡城内未见石材选用。这一方面与秦

人当时政治军事情况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楚地匠人

多就地取材的营建方法相关。[12](P125)

  三、秦朝郡城规划的考古学观察

目前,经考古调查确定的秦汉城址约为620座,
但大多未作考古发掘,整体情况不明。经考古勘探,
证实为秦汉时期郡治的城址约为14座[2](P246~247)。

本部分对秦朝郡城的考古学观察,部分扩大到秦汉

时期范围之内。
秦朝在统一六国之后,郡城规划的主要方法是

以旧有各国都城作为郡城,或将位于军事要地的城

邑作为郡城,这是军事活动下对原有城市的继承和

选择。对于第一种情况,因战争原因,在营建郡城

时,秦人采取改建原有城池部分区域的方法。河东

郡的郡城位于今山西夏县禹王城,此城分大城、中城

和小城。大城面积较大,为战国时期魏国都城安邑

城所在[2](P249)。中城秦汉时期遗存较集中,属河东

郡治所在,中城为方形,北墙长1522米,面积约为

600万平方米。
南阳郡则是后一种情况的代表。南阳郡为秦人

所置,领36县,在今襄阳、随州市以北、以西一带。
此处为南阳盆地入江汉平原的重要通道,具有重要

的军事和交通地位。秦昭王十五年(前292年),白
起在楚国得到宛地,改为宛县。秦昭王三十五年(前

272年),秦设南阳郡,郡治即在宛县。从考古材料

上看,该城现存有东北、南部城垣,东北城垣向西、向
南延伸约800~1000米,冶铁遗址在宛城内东北

角。[25](P141~142)

秦人所建郡城应有相应统一的城池形制,这可

从部分考古材料郡城的基本情况推知。颖川郡郡治

在禹州阳翟故城,城址略呈正方形,东墙长1600米,
南墙长1850米,西墙长1750米,北墙长1500米,城
垣四 面 各 有 缺 口 一 处。宫 殿 区 位 于 城 内 西 北

部。[26](P361)山阳郡郡治位于山东巨野昌邑,城址平面

亦呈方形,东城墙长1215米,西城墙长1377米,北
城墙长1585米,南城墙长1720米。[27](P192)秦郯郡郡

城南窄北宽,亦略呈方形,周长4670米,面积130万

平方米;济南郡城在章丘东平陵城,城址平面仍为正

形,边长约1900米,周长7500米,面积约为360万

平方米。[2](P254)由以上考古材料可见,秦郡城城池均

近方形。
从考古上所见郡城的城内遗存来看,似乎也在

效仿咸阳城内部的布局形制。秦咸阳城手工业遗址

主要包括制陶、冶铸和制骨遗址等,主要分布在咸阳

城西部、西南部。[2](P43)秦时手工业分为中央、市府和

民营三大系统。官署手工业遗址主要有冶铸和制

陶,分布在宫殿遗址区西部;市府和民营作坊分布在

西南部。从手工业遗址分布来看,有一些郡城似乎

具有同样的区划分布规律。如秦济南郡,在该城城

内西北部一带,就发现一些有铭文的器范,可能是冶

铁作坊区所在地。

·74·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11月

从目前考古情况看,南郡郢城手工作坊遗址也

可能处于郢城内西侧。楚纪南城的手工作坊、冶炼

区,也在城内西南部。在南郡郢城考古发掘过程中,
东门外护城河上建有宽大梁桥。梁桥宽度设置基本

符合《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载“舆六尺,六尺为

步,乘六马”的标准[12](P124)。城中部一带还发现两座

梁桥,跨越不同水系,连接不同区域,且与东门梁桥

位于同一条直线上。南郡与秦咸阳甚远,但作为择

地新建的郡城,城内区域功能分布既体系了楚人城

市布局传统,也符合秦人郡城规划意图。这一切还

需要新的考古发掘材料进行证明。

  四、秦朝郡城的规划思想分析

郡城是秦朝对全国进行控制的军事据点和交通

中转站。秦灭六国后,面对随时可能反扑的旧贵族

军事力量,必须要加快郡城建设。基于南郡郡城的

城市规划,以及在考古材料认识基础上的分析,我们

认为,秦朝郡城的规划思想主要包括:因循传统、快
速简便及注重军防三点。

(一)因循传统

方形城制的选择是对传统城市规划知识的继

承。《周礼·考工记》实际是对匠人营建城市的知识

体系的归纳[28],所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所谓“方九里”,即反映周

礼所规定的城池形制。道路相交,城门相对,空间布

局具“方型根基”特征[29]。为了达到这一规划目的,
规划师需要“画圆以正方”,这正是古代规划者确定

城市形制的规划手段。《周礼·考工记》无论是成书

于战国初年[30],还是成书于西汉之初[31],均反映了

战国至秦汉之际城市规划建设传统。
关于秦城内护城河的营建,秦咸阳城城墙内外

均建有城壕[32](P12),秦雍城在城墙内侧也修建有平

行沟壕。这种内外护城河的营建手法,在择地新建

的南郡郢城之中,得到充分体现和展示。田亚岐研

究雍城布局时,提出秦人有“城堑河濒”的规划方

法[33],秦人不仅善于以水围城形成防御体系,同时

也有引城外河流进入城内的做法。以壕沟来加强城

池防御,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的环壕设计。新石器

时代的南方、北方的城池,如屈家岭遗址、走马岭遗

址、兴隆洼遗址、姜寨遗址、秦安大地湾遗址,大多都

有环濠设计。[34](P342)

古代都城往往规模巨大,且具有丰富的象征意

义,如秦都城或许存在“天人合一”等内在规划思想

和象征意义。但对于战时所建郡城而言,似乎并没

有充足的时间去体现。许宏认为,古代地方城市在

文化面貌上,与同时期王朝文化有一致性,区域性中

心遗址与王朝都城有密切联系[35](P77),这主要针对

长时期的城市规划而言。秦朝地方城市的规划手

段、营建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仍具有各地建筑风格,
并体现出一定的文化差异性。从整体而言,修建郡

城仍是一种军事行为,更重视城市的军事功能。
(二)快速简便

从考古材料看,郢城夯层厚度为0.15~0.2米,
营建质量不如秦都城。就秦雍城、咸阳城夯层而言,
为加强防御,人们对墙体进行中、里、外重叠加筑,整
体厚度为8~14米不等。虽然都城与郡城在等级上

有所不同,但身处楚地中心的秦国官员,不得不对楚

人心存防范,且秦置南郡之后,楚人一直也有反攻之

心,如《史记·秦本纪》中可见“楚人反我江南”[1](P213)

等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楚匠人早已具备城市规划

建设的知识体系。《左传·宣公十一年》载,楚国土

木工程由令尹亲自主持,具体由“司徒”之官实施规

划工作,工程分为“量功命日”(确定工期)、“分财用”
(费用预算)、“平板榦”(准备版筑工具)、“称畚筑”
(厘定容量工具)、“程土物”(计算取土工具及材料运

距)、“略基趾”(勘测城池工程边界),此后开始营建

城池工作。可见楚人筑城规划的经验和技术十分完

备。[36](P221)郢城在营建之时,楚匠人工程组织也应基

本是这样的过程。
另外,郢城城垣底部并未开挖基槽,而是直接在

生土层上营建城垣。基槽工程做法在郑州仰韶文化

时期西山城遗址中就已使用,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

时期城址也有此工程做法。战国时期纪南城北垣东

段,工程上也是在基底下先开挖基槽[16](P328)。对于

楚地土质松软之事,秦人到达楚地之时可能不太了

解,但楚地匠人却不可能不知。由此可见,秦人为尽

快营建好郢城,甚至省去了“开基槽”工程做法,这使

得郢城使用年限并不长,后来迁至嵠峨山也可能与

营建质量较差有关联。快速原则还体现在具体的一

些城垣数据上。郢城平面为不规则方形[7](P16),其四

边城垣长度、面宽、底宽及高度,均未达到统一建设

标准,见表2。
由以上数据对比,结合郢城建设时间,可以看出

郢城营建不仅省去很多基本的营建步骤,且与规划

图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应是快速、简便建设方式

所带来的结果。在秦人占领楚都之后,秦人要求楚

地匠人以最快速度营建城池,本应是四方之制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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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城垣面宽、高度方面均出现了一些误差。
郢城南城垣中部并没有实际开设城门,而是作

为城内外水系重要连接处,这也是规划者临时的思

考与变通。2020~2021年,荆州博物馆对此处进行

考古发掘,发现深埋于城垣之下的地下木构过水涵

洞。经分析,木构涵洞的工程做法与楚地墓葬椁室

做法基本一致。[12]为了加快工程建设速度,楚地匠

人是在生土上直接铺设木条,并形成地下水道,于上

再进行夯土回填。由此可见,楚地匠人一体兴建过

水涵洞、城垣,以及城中部、城东门外简易木构梁桥,
都是重在解决城内居民用水、城内外交通便利问题,
似乎并不重视城门数量、宏大桥梁所带来的政治象

征意义。本应以南门为正门,而实际却是以楚人所

看重的东门为正门[12](P128),这自然是因地制宜的

表现。

表2 郢城城垣、拐角、护城河数据对比(长度单位:米)

城墙

长 面宽 底宽 高

拐角
度数

护城河

口宽 底宽 深度

北垣 1488 8.3~12 25.1~30.2 4.4~5 西北78度 / / /
西垣 1402 10.5~11.2 25.4~30.1 4.1~4.67 西南103度 28~30 26~27 1.8~2.4
南垣 1292 6.3~11.2 25.5~30.2 4.8~5.6 东北95度 26~35 24~32 1.4~2.5
东垣 1380 9.5~11.1 25.4~30.1 4.6~5.25 东南85度 26~30 21~28 1.6~2.7

 资料来源:笔者据郢城考古材料推算。

  郢城西城垣上经过密集勘探,仅发现了现代农

业生产时所开挖的排水沟,并未见城门遗址。对缺

口附近断面进行地层分析,第3层有多个亚层,均为

夯筑而成,夯层厚度基本一致,且城垣夯土中均含少

量泥质绳纹板瓦残片,可见是同时期所制作的夯

土。[7](P53)由此推断,西城垣并没有城门遗迹,且护城

河和S2走势也与城垣倾斜度一致[7](P64),营建之初

即建成完整城垣。研究者认为,西城垣不设门,还可

能与秦人阻止楚人西望故乡相关[13](P83)。秦朝国祚

甚短,战争不断,或许没有充足时间考虑控制楚人的

思想,军事防御才是城市规划的首要因素。前已述

及,战国中期至晚期,今郢城遗址所在地长江分流、
分岔现象比较严重,长江整体由西向东贯流。长江

洪水期之时,长江故道和新道可能会连成一片,对郢

城造成极大灾害压力,西城垣倾斜也自然是为了减

少洪水对城垣的直接冲击力。郢城西门不设门,应
是楚匠人在了解楚地水文基础上的变通做法,节省

了建城工期。
(三)注重军防

从自然河道到人工水系,以快速便捷方式进行

分割区域,首先应是出于加强军事防御的考虑。在

都城规 划 上,秦 人 不 仅 重 环 境、经 济,还 尤 重 军

事[37]。在考古上发现的纪南城水系已较明确,它是

数条自然水系的汇集。郢城城址内发现的三条水

系,S1为由北向南的人工水系,S2在城垣内侧环绕

全城并在南、北城垣中部与S1贯通,内外水系与城

垣形成多重军事防御体系。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

S3是否为秦人营建郢城时同时修建,或为入汉后修

建。从形态来看,城东南角围合成一小块区域,南城

垣东段上似有陆门存在,此小块区域或许是出于军

事防御目的,亦或是出于农业灌溉目的,这还需要通

过进一步的考古勘探才可证实。
多重水系防御模式,应是秦人加强军事防御的

基本规划手法。前已述及,在秦雍城考古中,发现秦

人有以水御敌的做法。秦汉之际的渭河之上,因水

系在军事防御上有重要作用,秦人多以大型石材、木
材营建跨河桥梁,一是便于通行,二来也方便防御。

郢城作为秦人择地新建的军事城市,出于军事

防御的考虑,四角应建有角楼。古代角楼一般为土

木建筑形式,后世角楼有曲尺、长形或方形之制,用
于弥补城垣转角的防御功能。楚纪南城城垣转角,
处理为抹斜角,也是出于扩大军事防御视野范围的

考虑。在郢城城垣东南、东北以及西北角,我们发现

了1.5~2米的圆形台基,虽因保护较差,郢城城垣

西南角上台基已被现代农业活动所平,但现存各圆

形台基直径约为24~26米,具有相近建筑基底面

积。从高度来看,这些台基高出城外地面约5~6
米,体现出很强的军事防御功能。

从城垣剖面来看,城垣内坡大多平缓,而外坡则

显得较陡。[7](P19~30)2022年湖北省博物馆考古研究

所对纪南城东城垣南段进行保护修缮,城垣剖面呈

现出内外坡均较平缓的城垣形态。楚人“都郢而

强”,以纪南城为都城之后,楚国境内少有战争发生,
故楚人并未强调城垣的军事防御功能,外坡显得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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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实际起到减少洪水侵蚀的作用。郢城城垣设计

为外陡内缓,功能则从防水转向了防兵。

  五、结语

郢城作为秦人所建南郡郡城,位于纪南城东南

不远。秦人毁城、建城的城市规划过程,符合秦国政

治、军事实际情况。从城市规划史角度来看,郢城规

划不仅反映了秦人对军事防御的根本需求,同时还

反映出先秦城市规划知识体系在中国南方的延续,
并使南方城市具备了更强的军事防御功能。

郢城是秦朝郡县制度下所催生的城市,上承战

国城市,下启汉代城市,具有重要规划史价值。以郢

城为中心,联系秦朝其他郡城历史,可见秦人在规划

过程中所采取的规划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改建旧

有诸侯国都城部分区域作为新城,二是择地新建具

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城池,以供秦人管理。因此,在此

规划过程中,内在因循旧制,外在注重军防,同时还

讲求快速简便,这与当时军事活动频繁的史实相关。
郢城不仅在时间上接续战国至汉代荆州城市发

展脉络,同时维系了纪南城和后世嵠峨山古城、荆州

古城之间的空间联系。在未来学术研究中,我们将

更深入地联系纪南城、郢城、嵠峨山城及荆州古城空

间变迁动因、过程及影响,联系长江水系变迁,更好

地揭示荆州古代城水关系、人水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仍实行郡县制,这是“汉承

秦制”最直接的表现。后续研究还将进一步结合秦

汉郡县制变迁、城市规划变迁,结合传世文献及郢城

考古,探析战国至秦汉之际中国南方城市建设、规划

和发展脉络,由南郡出发,纵向、横向把握秦汉郡县

制对中国后来古代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结合现实来看,在历史、城市和地理多重视野

下,现代城市建设应尽可能避免破坏历史城市的空

间变迁脉络。对郢城的城市规划研究,不仅可以深

化秦朝城市规划研究,同时还可为荆州不同时期古

城的联动保护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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